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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府对海洋管理整体上持禁止的态度，细分之下，又有“海外”与“近海”之别。“海外”或
称作“远洋”，禁“海外”即朱元璋颁布的“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a 主要针对粤闽浙等地与“海
外诸番贸易”的海上私人群体。嘉靖时期“但知执法，而不能通于法之外”b 的浙江巡抚朱纨，因不加
以区分闽浙海域与北部（近海）海域的不同，刻板执行海禁政策，遭到闽地官员弹劾而被杀。隆庆初年
开海是“远洋”海商群体利用商业力量向政府“倒逼”的成功之举。“近海”即海运，指的是沿袭元代
沿着海岸线而进行的漕粮海运，由漕运衙门所在地淮安府出海，向北经山东海域中转至天津、京城乃
至辽东一带。拙文《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c（以下简称《淮安海商》）对明代海运进行了梳理，
* 本文系厦门大学田野调查基金支持项目（2017GF00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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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明太祖实录》卷 252，洪武三十年四月乙酉，第 3640 页。本文所用《明实录》均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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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谢杰：《虔台倭纂》，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第 232 页。
c王日根、陶仁义：《明中后期淮安海商的逆境寻机》，《厦门大学学报》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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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朝与后金之间爆发辽东战争。明将毛文龙在镇江大捷中建立功勋，却
因朝廷党争而遭到排挤，他驻军皮岛，时常出现粮饷供应不到位情况，而与朝廷关系紧张。由淮安盐徒、灶
丁及早期黄渤海海域海上活动人群征募而来的水兵，与毛文龙建立起密切的主从关系。当毛文龙遭孤立被疑
为割据一方时，这些淮安籍水兵中不少人转化为海商，从而确保了毛文龙集团的粮饷供给。由淮安海上人群
的沉浮，可窥见明末海上力量的难以长成，淮安海上人群较闽粤沿海海上力量遭遇更加艰难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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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明代官方并未能够一直严格执行永乐时期定下的“罢海运”政策。战争是促成海运恢复的主要因素，
这一点在万历二十年（1592）开始的入朝征倭战争进入第二阶段时便已有所体现，万历四十六年（1618）
开始的辽东战争中更是格外明显。由盐徒灶丁征募而来的淮地水兵于战争期间“营谋运粮”，兼具了海
商性质，这一特征被孤悬海外、亟须稳定粮饷保障的毛文龙所看重，从朝廷争取到这支队伍，在维系东
江集团生存的同时，得以割据一方，于战争期间有效地牵制了后金军队，使之不能放手南下。
中外学者围绕毛文龙展开的讨论已经从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的是非评价转移到探讨其背后的海上贸
易。韩国学者郑炳喆在《明末辽东一带的“海上势力”》一文中认为：“对于以往研究中关注不够的毛文
龙海上活动，包括连接皮岛在内的辽东沿海一带诸岛，旅顺—登莱—天津的海上路线交通及海上贸易等”
给予了细致考察，a 赵世瑜在《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一文中指出：“无论是
东江自身的屯种，还是明廷的拨饷，都无法完全解决这里的生计困境，即使是朝鲜的粮食援助，也需要
靠通商来进行交换。因此，海上贸易成为这里解决困境的最重要手段，中国北部海域的商业贸易由此成
为东江镇的生命线。”b 晋商、徽商、山东登州商人以及苏杭商人参与其中，但多是个案且相对独立，并
没有解释这些商人是通过何种渠道或凭借什么特征为毛文龙所看重，并建立起商贸关系。考虑到粮食作
为东江集团生存第一需求，自嘉靖倭乱后期以来，凭借对黄海、渤海海域的了解和所掌握的行船技巧，
淮安海商在淮安至山东登莱、辽东乃至朝鲜的海上商路上有着重要地位，淮安民间私人海上群体则成为
毛文龙遭钳制后为其输送粮饷的重要依恃力量。在《淮安海商》一文中，已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但
囿于材料，对当时被朝廷征募、兼具海商性质的淮地水兵群体仅作略述处理，今以所发现的相关资料进
行补充论证，在加深对东江集团历史认知的基础上，对明末近海海上商贸活动做一研究上的扩展。
一、盐徒惯海：明末水兵的构成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挑起辽东战争。次年春天萨尔浒一战，明
军大败，丧失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直到天启元年（1621）七月，明军将领毛文龙取得镇江大捷才有所
改观。自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初十期间，毛文龙“带沙船四只，装军士一百九十七名”，“到处招抚、到处
锄逆，到处约会”，陆续收复沿海众多岛屿，并于七月十八日率一百余人夜袭镇江，擒后金游击佟养真
及其子佟丰年、其侄佟松年等。在一连串胜利的鼓舞下，毛文龙向朝廷提出了“一面速发大兵渡三岔河
以为牵制，一面调兵二万，从海道径至镇江，并发粮饷，以助进剿，以卒前功”c 的要求。
“镇江大捷”一扫辽东战争爆发以来明军屡战屡败的阴影，尤其献叛将佟养真等人于阙下更是自开
战以来从未有过，经辽东巡抚王化贞上报朝廷后，毛文龙立即被升为“副总兵，赏银二百两”，相关人
员一同受赏。d 其要求从海上派兵的主张亦得到皇帝同意：“但文龙深入虎穴，力扼孤城，外援不至，恐
归义之众不免复溃……但一鼓胜，气易衰，三方兵力未凑，急宜策应用保万全。上可其奏，命登莱巡抚
陶朗先发水兵一万，总兵沈有容主之，天津巡抚毕自严调浙水兵八千为后劲，参将管大藩将之，或直抵
镇江，或直抵三岔河，皆选四将为副，王化贞挑广宁精兵四万，据三岔河，与西虏合，相机进取。经略
熊廷弼严勒兵将，控扼山海，三方协力务收全胜。”e 由于当时明廷内部党争激烈，不和的王化贞与熊廷
弼对是否应该乘胜追击后金意见相左，f 兵源补充未能及时到位。八月，镇江被后金夺回，毛文龙逃亡
a该文发表于 2005 年 4 月的韩国明清史学会主编的《明清史研究》第 23 辑，本用韩文写成，经国人翻译后于
2015 年底发表于《中国民族边疆研究》，较之作者郑炳喆发表于 2004 年的《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明
末辽东沿海地区的局势——毛文龙势力的浮沉为中心》，多了对东江集团“海上贸易”部分的考察。
b赵世瑜、杜洪涛：《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c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1，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5-7 页。
d《明熹宗实录》卷 13，天启元年八月丙子，第 654-655 页。对比毛文龙的塘报与朝廷实录中对相关事件的
反应来看，由于交通不便，加上塘报或经过辽东巡抚的审阅再上报，为朝廷所知晓时间间隔大概在 20 天左右。如从七
月十九日取得镇江大捷到王化贞上报朝廷，毛文龙升为副总兵已是八月初七了。情理上，这显然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e《明熹宗实录》卷 13，天启元年八月丙子，第 654 页。
f《明熹宗实录》卷 14，天启元年九月癸丑，第 704-7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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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但朝廷对此表示理解，并未降罪：“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扬帆未
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
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a 被重新起用的大学士叶向高在赴京途中上奏支持毛文龙：“毛文龙
收复镇江，人情踊跃，而或恐其寡弱难支，轻举取败，此亦老长考虑。但用兵之道，贵在出奇，班超以
三十六人定西域，耿恭以百人守疏勒，皆奇功也……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
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
难守，亦不必尤（忧）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若枢。经督抚诸臣皆极一时之选，必能同
心僇力，毋忌成，毋旁掣，共灭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隐忧。此实普天臣民所共想望。”b 在朝廷要员
的认可与支持下，毛文龙继续在朝鲜、镇江一带从海上对后金伺机攻击，使得后金军队不敢放手南下。
缺乏必要的海上兵力，是毛文龙败走镇江、不能收复失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辽东战争爆发
以来明军兵源不足情况的真实呈现。募兵事宜虽自战争爆发便已经开始，但当时募兵对象主要是陆兵，
四十六年闰四月初，“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今日最急无如议兵、议饷。募兵须选有膂力善骑射者，令
主将训练。”c 虽然也同时抽调登州府水兵 1500 名前往辽东支援，但水兵承担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重新开
启的海运粮道。d 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二月，水兵在战场上的重要性才被官员所认识，兵部左
侍郎杨应聘在汇报募兵情况时指出：“今以经臣分布之议，酌量水陆之兵，应于南北兼募……”，即从浙
江、淮扬、南直等处大量招募水兵，“又查淮扬等沙兵甚强，船只甚便，且因海至，登莱旅顺，一水可航，
应调五千名。访得浙江南洋游击管大藩廉勇而精于水战，今升参将，令其督率，并前调南直水兵二千名，
浙江水兵三千名，一并挑选统领随带沙号战舡、应用器物，由海渡辽。”e 在探讨这些水兵在战争中
所起的作用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为何要从“淮扬、浙江、南直”等地募集水兵？实际上这里只是两个区域，
即浙江省及淮安、扬州二府所隶属的南直隶，文献中所载的沙兵、直兵、淮兵亦时常被泛称为南兵。从
这两地募水兵，既有历史的经验，也有现实的衡量。明代得以立国，就是建立在成功降服张士诚、方国
珍这两个江浙强大水上力量（盐徒群体）的基础之上。对于万历帝而言，入朝征倭进入第二阶段后，除
海漕大量使用浙直粮船供应粮饷外，亦同时征募了两地水兵：“万历二十六年正月，东征经略以前役缺
水兵无功，乃益募江南水兵，讲海运为持久。二月，别将陈璘以广兵、刘 以川兵、邓子龙以浙直兵先
后至。”f 辽东战争爆发后，兵部尚书黄嘉善亦建议从这两地继续招募水兵，以助平乱：
兵部尚书黄嘉善题为夷氛转炽、兵力尚单，仅议调水陆精兵以备战守事。职方司案呈到部为
照…近闻屯住新城日日谋我，兼又造船遣谍侦我虚实，潜有航海内讧之意，则旅顺登莱未可视为无
事。惟是岛屿风涛之险，非素习水性者而骤驱之。是问燕人以越路有裹足不敢前耳？安能资其防御
哉？臣酌之时势参以报闻，援辽之兵莫若调之土司、防海之兵莫若调之浙直。查得浙江、南直沿海
额设水兵，遇汛岀洋，习知水道，且便捷勇敢，称海上长城。g
黄嘉善出任兵部尚书多年，并有实际地方军事经验，期间多次请辞皆不为万历帝所允，其意见势必
能对皇帝产生积极影响，虽然其在万历帝死后迅速被罢免，但从浙直征募水兵的方针却是一直得到了很
好的贯彻。客观而言，这种应战争突发而招募的水兵，基本上就是由盐场的盐徒、灶丁转换而来。有
明一代，淮安、扬州二府的众多盐场有大量从事煮盐的盐徒、灶丁。嘉靖朝倭乱之际，胡宗宪在布置（南）
a《明熹宗实录》卷 14，天启元年九月甲寅，第 714 页。
b《明熹宗实录》卷 15，天启元年十月庚辰，第 751-752 页。
c《明神宗实录》卷 569，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第 10702 页。
d《明神宗实录》卷 576，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申，第 10703 页；卷 586，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丙戌，第 11219 页。
e《明神宗实录》卷 589，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己巳，第 11292 页。
f陈建撰、江旭奇补：《皇明通纪集要》（四），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第 1639 页。
g程开祜：《筹辽硕画》卷 27，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 1 集，1926 年，卷内页 40a-40b。由于《筹辽硕画》
书中仅注明己未（1619）仲秋，并未标明奏折具体时间，对比万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日的黄嘉善对山东巡抚王在晋的回
复来看，水兵征募事宜当在这一时间段内，或有先后之别，但对本文史实陈述并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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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江南海防事宜时发现：“查得沿海民灶原有采捕鱼虾小船，并不过海通番，且人船惯习，不畏风涛。
合行示谕沿海有船之家赴府报名，给与照身、牌面，无事听其在海生理，遇警随同兵船追剿。此则官兵
无造船募兵之费，而民灶有得鱼捕盗之益。”虽然“此松江海洋设备之大略也”，a 但是在盐场更多的淮
扬一带，“人船惯习，不畏风涛”的情况当更是不在少数。
万历十四年（1586），被视为“天下将才第一”、熟悉盐徒、灶丁的淮安人王鸣鹤明确指出：“（南）
直隶盐徒惯海，可为船兵。”b 自嘉靖倭乱平定以来，凭借对黄、渤海域的了解，淮安民间海上力量开创
了从淮安到辽东跨黄、渤海域的海上贸易路线。这一点通过万历元年（1573）旋开旋罢的淮安海运便可
证实：“通踏湾泊程次，逐一明白，及访得沿海官民，俱称二十年前傍海潢道尚未之通。今二十年来，
土人、淮人以及岛人，做贩鱼虾、芩豆，往来不绝，其道遂通，未见险阻，群情踊跃。”c 为此，漕运总
督王宗沐便要求海漕船只必须配备淮安、山东的水手来保障行船安全：
拟仍照遮洋旧规，每船用军十二名，然各军固是生长海滨，但淮安迤北直抵天津一带，原非素
所经渉，止令各卫所毎船派拨旗军九名，仍将原船余下军人行粮、月粮银两尽数扣解，毎年于淮安、
山东地方雇水手一千三百八名，毎船分配三名拦头执柁，以足十二名之额。待后各军习熟海道，渐
次减雇，仍将原军拨补。d
此次海漕因在海上遭遇意外而被迫停止：“风雨冲坏粮船七只，哨船三只，漂消正耗粮米几五千石，
淹死运军水手十五名。……乞敕详酌将海运姑暂停止，仍以额粮十二万，尽入河运。”e 海漕虽未能够继
续施行，王宗沐所期望的由淮安水手向别处水手传授“拦头执柁”技巧的计划亦未能得到实施，但这也
使得这项技能一直为淮籍水手所延续，在辽东战争之际以另一种形式凸显出来：“如募兵……水兵惟淮
浙熟谙水性，南兵各给以四两。其余土著水兵则亦减至二两矣。”f 淮浙水兵与土著水兵待遇上的差异当
是淮浙尤其是淮安籍水手对黄海、渤海海域水道的熟悉以及驾驭海船的能力所造成。
当然，水兵待遇上的差别除了“惯海”外，盐徒、灶丁群体另一个重要特征“勇”，即黄嘉善所言
的“便捷勇敢”，亦是战争中所亟须的。倭乱严重的嘉靖朝，协助平定江苏沿海倭乱的郑晓在奏折中详
细记载了南直隶盐场灶民奋勇杀倭寇的细节。g 虽然灶丁们奋勇杀倭的直接动力是为遭倭寇杀害的亲人
报仇，但这在明代官员看来，实为民力可用、民心可用。
天启二年（1622）进士陈仁锡综前人述论，亦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充分征募灶丁卫戍辽东：
自淮安以达天津，其地薄海，多盐场，盐场灶丁恒以勇力闻。昔曾率之御倭，今宜从灶户中选
其壮健者充之。合计各路盐场，其灶丁亦当踰万，因而宽之以利，䘏之以恩，赏则倍于官兵，罪则
轻于众犯，务使其心乐为我用。于是北至静海、南至利津，盐场既广而灶丁亦众，驱之海滨可以御
倭，守之于淮复可御盗。军卫之属，协以助之，而得无关之隘；盐课之征，减以利之，而得不食之
兵。粮运可以无虞，中原可以强固。h
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便是当时淮安府境内的严重水患，万历以来，“大水”、“巨浸”、“海啸”
等引发“城内行舟，民舍荡然”、“房屋牲畜漂溺无数”的水患记录不绝于淮安府方志之中。i 辽东战争
a胡宗宪：《筹海图编》卷 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8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179-180 页。
b王鸣鹤：《登台必究》；《中国兵书集成》委员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 20-24 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沈阳：辽沈出版社，1990 年，第 5045 页。
c孙承泽著、李洪波点校：《畿辅人物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年，第 83 页。
d张萱：《西园闻见录》卷 38 户部 7，《续修四库全书》第 1169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25 页。
e《明神宗实录》卷 14，万历元年六月壬戌，第 441 页。
f毕自严：《抚津事竣疏》，《石隐园藏稿》卷 5 疏 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3 册，第 551 页。
g郑晓：《剿逐江北倭寇疏》、《剿逐倭寇查勘功罪疏》，《端简郑公文集》卷 10、卷 1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第 85 册，第 403、432 页。
h陈仁锡：《练灶丁》，《无梦园初集》漫集 1，《续修四库全书》第 1382 册，第 218 页。
i阜宁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民国阜宁县新志》卷 9 水工，《阜宁县志（合订本）》，出版信息不详，1987 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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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后，当地水患更是严重，民间海运的主要出海口庙湾一带，“天启初元，山阳县里外河连决十余处，
庙湾汇为巨浸。至崇祯四年，河决新沟、建义、苏家嘴，至七年三月始获筑塞，庙湾之民，荡析流亡，
转死沟壑，何其惨也。”a 为此，朝廷征集“荡析流亡”的淮人为兵前往辽东协助剿灭后金，既可缓解当
地民不聊生的状况，又可解辽东兵源不足和士兵不习水性之急。大批淮兵被征募到登州地集合、修整，
等待派遣辽东。万历四十八年十一月，“淮扬浙江共募水兵六千六百余名，令参将管大藩统领赴辽。”b
二、营谋运粮：毛文龙与淮兵的联合
镇江大捷后，明廷与毛文龙的融洽关系仅仅维持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一方面当时朝廷疲于应付后金
从辽沈一带的陆地进攻，而各地频发的灾害亟须救济，c 加上镇压层出不穷的民间起义均是极大的支出，
当然最主要的是一直以来在重陆轻海的固定思维之下，毛文龙并不能如愿得到朝廷所承诺的粮饷、兵源
保障。其不满情绪在天启三年（1623）年底毛文龙取得凫关大捷后爆发了出来：“但臣屡疏请饷，户部
屡以匮乏为辞，又一兵民并言为托。……矧登津俱有岁额粮饷，孑臣海外，独无定议，三年以来，止给
银一十一万两，运米二十万石，其够养官兵，够养马匹乎？”d 毛文龙的抱怨并未起到作用，天启六
年（1626）九月，毛文龙再上疏：“前请加饷，两年以内，分文未增，所请器械，两年亦未运至，所请
船只，今方鸠工，未得一帆船之用……”，要求朝廷允许“东江于胶淮等处自行买运”。e 这一建议早在
天启三年（1623）八月，其上奏塘报中便已经提出：“然户部既谓必不能养，臣宁忍视纵之投奴？则于
万不得已中，设有一策，比壬辰征倭事例，使南直、山东、胶淮等处，招商买米，令其自备粮石，自置
舡只，到鲜之日，核其地头米价，外加水脚银两，凡船装十分，以八分米，二分货为率。……除一面差
官赍臣出海文引，往胶淮等处招商外，一面冒昧上陈，伏乞皇上垂念海外情形……凡招通输粟者，
悉如臣议。”f 天启三年年底的毛文龙之所以敢于对朝廷粮饷供应如此愤愤不满，大发牢骚，无疑与其
在更早时候便已经和淮地粮商建立起了稳定的供应关系有很大的关系。毛文龙在他们的支持下，得以维
系东江集团的生存，利用皮岛自立山头，并开始尾大不掉，对朝廷政策阳奉阴违，虚与委蛇。天启五
年（1625）年底，朝廷不得不“改授登莱巡抚武之望为南兵部添设左侍郎，以岛帅不受驾驭，与之不
和故也”。g
毛文龙又是如何与淮地粮商建立起了联系？征募到辽东的淮兵或是其间关键因素。
由于中国北部冬季时间较长，海域冰冻，自每年农历十月到来年三月左右都是冰封期，之后才能
恢复通航，故而上文述及由管大藩征募而来的浙淮水兵只能滞留于中转地登州等待前往辽东，这一举动
给当地带来了繁重的管理负担。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辽东经略袁应泰上奏朝廷抱怨指挥不动募
集而来的新兵，尤其提到了淮籍将兵：“淮扬都司金冠，江南营加衔都司王表，各领兵一千名，于万历
四十七年内到天津，借口淮扬巡船不堪补验，必须拆造，羁延三年不出海。……而客岁守备王锡斧等，
领淮浙兵七千余名，十月到津，竟营谋运粮，不肯渡海，此犹在都门外者。”h“羁延三年不出海”并非
袁应泰夸张之词，万历四十六年（1618）十一月，淮安海商便已经在山东一带进行海上粮食贸易的活动：
“闻浙江海船、松江太仓沙船、淮安雕船时至山东宁海买米”。i 由于当时明军在战场上一直处于被动，
启淮安府志》卷 24《丛纪志二》祥异；《淮安实录备草》卷 18。
a阜宁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阜宁县志（合订本）》，第 70 页。
b《明熹宗实录》卷 3，泰昌元年十一月丙戌。
c由于当时正处于一个小冰川期，极寒、干旱、洪涝、地震等各种极端自然灾害现象频繁。
d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第 383-384 页。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0 页。
e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 383-384 页。
f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2，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1、75 页。
g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 362 页。
h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 、李鸿彬 、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 150-151 页。
i《明神宗实录》卷 576，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乙卯，第 109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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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兵自然不愿被派遣至辽东前线送死，而是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海上行船技术，与重开海运后的淮安海商
们“营谋运粮，不肯渡海”。或言之，他们海商的成分多过了水兵成分。朝廷对这种情况自是不能接受，
三月，兵部再次要求募集而来的水兵前往前线，却激起了淮兵的强烈反应，差点发生兵变：
援辽诸将多迂途观望，不时至兵部覈实以闻仍再申限。计副总兵管大藩等所统浙、直水兵九千
余名、都司张神武等统川兵五百余名、副将王光有等统京营南浙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三名，除渡海应
遇顺风当稍为宽限……管大藩部将张国卿所领江南水兵道亡几尽，淮兵至登者以修船候风为名，逍
遥逾岁，守备李际阳督之登舟辄刃伤，几殆。
十月二十日，朝廷“加都司金冠游击将军，同守备保世宁等统领淮兵四千六百三十九员名，战船
一百三十八只出海援辽”。a 即便如此，依然有大批淮兵滞留登州。
天启二年（1622）四月，御史李时荣上奏：“山东骤增军兵，谷价腾踊。陶朗先出海之师万人，刘
国缙集辽三千，最骄横而难制，淮扬募兵七千为最，何以建复辽之策 ?”b 五月三日，“总理三部侍郎张
经世疏言：今日欲使奴酋不来，莫若接济毛文龙以为牵制。顷部议以闽兵三千过海，宜催之速来，淮兵
八千已至登莱，并贾祥所领浙兵三千一百同闽兵俱当速发为文龙用。……上是其议。”五日，兵科左给
事中朱童蒙疏陈兵务六款中，再次督促发兵：“御史游士任募淮兵先后到八千七百。登莱弹丸，兵民杂
处则民苦，米价腾涌则军苦，月粮一万五千则官苦，宜分一半过海听毛文龙调度，其余散之北边险要，
以资防御。”兵科官员朱大典亦持同样的观点：“而淮兵知道东省者，既不受登抚之节制，又不听天津之
调援，殊为二东隐忧”。c 七日，朝廷同意山东的出兵意见，却一度难以调动：
管兵部事大学士孙承宗题，御史游士任募兵淮上，檄赴齐东，议者屡言其为登莱扰害。而领兵
游击孟淑孔欲分作两班，三月为期，及瓜互代，则道途往来，谁为输供？客店居民，几堪骚扰？况
假归者逐影疾驰即暂止者，亦刀环入梦究不得一卒之用。顷毛文龙请兵五万期捣奴巢，而张经世亦
请将淮兵勒期渡海，接应文龙。但孟淑孔统御无方，众心未附，士任亟当，疾趋登莱，查点督发，
一则割已操之刀，自有成算，一则结未了之局，可无偾辕。上敕游士任星驰约束分派，毋致生事，
如稽延推避，罪有所归。d
此时的毛文龙刚进驻皮岛，正将之辟为基地。e 虽然尚未发现相关史料表明其在此时向朝廷申请淮
兵为其所用，但是从朝廷对淮兵从“援辽”到“接应文龙”的改派来看，这个时候的毛文龙或许已经注
意到淮兵兼具海商的功能，对其粮饷保证有莫大益处，从而向朝廷提出了改派淮兵为其所用的申请。反
言之，即便毛文龙并无此申请，朝廷也乐得将这批“毒瘤”兵员交付出去，以消除他们对地方及其他部
队所带来的恶劣影响，漂泊海上的毛文龙无疑是个很好的选择。
六月，对毛文龙颇为欣赏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亦极力促成淮兵归毛：“夫文龙以二百人往，胜乃为倖，
败则其常，不菲朝廷。试问江淮召集之兵之供亿，不烦海内之征调，收功固足壮国威，即取败亦无伤于
国体，奈何海上官军，恶成乐败，创不必然之议论，隳豪杰直前之气，令三军咋舌而相戒哉……试问江
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f 为此，王在晋上奏朝廷，一边着手裁兵，以减少淮兵驻扎山
东所带来的管理问题，一边努力响应毛文龙发兵之请：
今边塞之兵，习骄习玩，事事仿样，种种效尤。一人哗，则众思哗；一人窜，则众人思窜；一
处增饷，则各处尽思增饷。僻处且然，何有冲边？内地且然，何有远戍？自援辽募兵未尝得兵之用
a《明熹宗实录》卷 15，天启元年十月丁亥，第 765 页。
b方孔炤：《全边略记》，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 3 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52 页。
c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 、李鸿彬 、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 270 页。
d《明熹宗实录》卷 22， 天启二年五月戊戌、庚子、壬寅，第 1088、1092、1095 页。
e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明季北略》，第 39 页。
f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 275-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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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内受兵之害极矣。人思添兵而臣独思减兵，以苦兵甚于苦虏也，御兵难于御虏也。彼登莱所急
者，水兵耳。陆兵安所用之？青齐之劲卒，甲于县宇。彼江淮之兵，又安所用之？台臣之往募也，
谓江淮之人之习海也，乃见海而惕，望登而避，惧奴而缩。莱州原非冲海，驻兵于此，恐至登而受
巡抚之节制也，无节无制之兵可用乎？恐至登而属总兵之训练也，不训不练之兵可用乎？恐至登而
乘船出海为奴所攻、为风涛所泊也，不习舟、不习海之兵可用乎？江淮应募者多系臣乡人，闻风蚁
附，原非强敌，奈何何駴视之。毛文龙固请兵矣，而欲江淮之兵接应，陆兵不能泛海，登莱向苦无
舟，此又未必然之事也。募臣游士任所募水兵三千驾所造船只，及时渡海。再查江淮陆兵中有习水
者，量行挑选，接济毛文龙，协力以图攻取。a
王在晋裁兵数量颇多，“疏报清汰冗兵冗员，计关门汰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一片石等处汰兵
四百五十八名，又裁革冗员参游都司备总等官二百余员，其余汰家丁、汰杂流、汰薪水，一年所省可几
四十万。”b 裁兵完成后的七月七日，王在晋连同天津巡抚毕自严再次“各请以闽兵淮兵渡海，接济毛文
龙”。c 裁兵的威慑力非常明显，淮兵战斗力在帮助山东地方镇压白莲教之乱中表现出来：“淮兵驱斩夏
镇妖贼，运道复通。淮兵与贼交锋杀死大半，贼穷无路，从东路白山逃走沙沟营，哨官姚文庆等率领
营兵、乡兵赴彼截杀，斩贼五十余名，将前抢去粮船七只撑回韩庄，余贼尽归滕县。”d 淮兵的表现使得
他们出海援助毛文龙再生变数，山东巡抚赵彦请求朝廷留下淮兵，在协助山东维护漕运的同时助剿白莲
教：“臣见湖广道吴之仁，请留广兵三千、福建兵三千名镇守济宁、张秋，以防漕运，忧深虑远，深
所敬服，再请暂留班军以靖妖氛。闽广兵及班军皆为辽而征调者，经略留之，以靖东妖。矧东省为经臣
所节制，兵不足，又留江淮兵八千，协平辽贼，何叙功之不及耶！”e 但迫于辽东的军事形势，兵部没有
同意：“署兵部事侍郎张经世奏，原议以御史游士任淮兵及招练兵俱调发，渡海接应毛文龙，奉旨屡矣。
乃士任仅先发官兵一千五百余员名，渡海策应；余七千余员名，具调赴邹滕，合剿妖贼。……秋风已厉，
渡海无期，乞严旨督催，得旨，游士任募到淮兵着遵旨督发渡海，不得以赴兖剿贼，致误接应。”f 淮兵
没能留在山东剿匪，也与毛文龙坚持要求派淮兵为其所用有关。八月十四日，兵部同意了毛文龙的请求：
兵部覆平辽副总兵毛文龙请兵请饷疏，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奴则有余。朝廷何爱三十万金钱，
不以饱海外之义旅而收其一臂之用。至臣部前所题闽兵与招练兵，其渡海有日，独淮兵屡奉旨过海
而裹足淮扬，藉口剿妖。宜速行催发，并报开船日期，以无误军机。g
直至年底，淮兵方渡海支援辽东完毕，虽然“五千淮兵之渡海者，率飘泊于各岛未有一到”，h 但
他们随后迅速为毛文龙所收拢，参与众多军事行动，成为其收复辽地的重要力量：“又令淮兵整备舡只，
在千家庄住候。”“江淮兵从千家庄进，浙直兵从水口进……”。i 到了年底，据毛文龙在向朝廷请粮所
陈述的相关内容来看：“今臣有江淮浙南北游营征东等处兵八千余名，挑选辽兵三万七千余名，再用招
练辽兵二千余各业共四万七千余名，其募足五万亦易之矣”，j 其辽兵基本上都是从投奔其而来的 10 万
辽地灾民中分选而来，不习水性，毛文龙由皮岛进攻后金，渡海作战是唯一的运兵方式，淮兵能够“整
备舡只”，使得他们在人数众多的辽兵当中依旧保持着特殊的位置，堪称在毛文龙麾下的一支技术兵种，
故而在其心中位置靠前。这种情况直到天启六年之际并未发生大变，天启六年（1626）九月，朝廷准备
a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续修四库全书》第 437 册，第 233 页。
b《明熹宗实录》卷 23，天启二年六月癸酉，第 1132 页。                            
c《明熹宗实录》卷 24，天启二年七月辛丑，第 1189 页。
d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四），北京：京华印书局，1968 年，第 1663 页。
e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续修四库全书》第 437 册，第 264 页。
f《明熹宗实录》卷 24，天启二年七月庚申，第 1229 页。
g《明熹宗实录》卷 25，天启二年八月丁丑，第 1264 页。
h《明熹宗实录》卷 29，天启二年十二月癸未，第 1470 页。
i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 2，第 22、26 页。
j陈建撰、江旭奇补：《皇明通纪集要》，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 年，第 23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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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东江势力，派工科王梦尹巡视海外，其建议朝廷“南兵之当裁也。”原因是“臣闻南兵出海时，名
虽数千，至岛不及一千，毛文龙虑其虚弱，遂以辽人补之，四五年来，阴阳之消磨，饥寒之零落，又不
知凡几矣。况以北人补南兵，名虽南而实北，何益乎？乃糜东江之饷三分之一，合无除堪留驾船水手之
用外，以辽人归入辽兵，其南兵之老病不堪者汰之南还，去姑存之虚名，成画一之纪律，庶名实相称而
士伍无假借矣。”a 虽然王梦尹列数南兵种种弊端，如南兵北人之异、“老病不堪”、多耗粮饷等等，旨在
裁减南兵，但是这些现象的背后亦说明淮兵在毛文龙队伍中的特殊性，一直都未曾改变。
南兵在东江集团中的特殊性在毛文龙被杀、其部属孔有德叛变占据登州后依然存在，甚至得到了加
强。崇祯五年（1632）年底，官军俘获出海补给的叛军船只一艘，审讯后发现“然贼欲出海，操舟必须
水手，水手尽是南人”。“虽然贼船每出，必辽叛多于南人，示监制也。”为此，官员提议利用南人乡土
关系达到瓦解叛军的目的：“傥得南来水犀分布海面，以为南人接应，将如磁之引针，水之就溼 , 有不
倒戈缚叛而烝徒楫之者乎？”这里所说的南来水犀所指依是淮安水军：“为今之计，惟有仰藉淮安江北之
水犀慨发三千，驾坐原舰，星速赴登，布列于长山庙岛之间。”b
清《阜宁县志》人物传中，记载了融淮兵与海商为一体的人物：
陈幼学，字献可，英勇负壮志，天启间甲子，佐运辽粮，岛帅毛文龙嘉之，荐授参将，与尚可
喜善。顺治间，可喜封靖南王，挈幼学南征，积功至骠骑将军。
张梦凤，字凤灵，高邮人，久居庙湾。尝行贾海外，往来毛文龙军幕，识耿仲明、尚可喜。耿、
尚入清骤贵，统师南征邵北，阎毅公以义侠杀人，缧绁待决，梦凤素重毅公，为言于耿、尚，得令
提毅公军前推问，遂免死。c  
陈、张二人最初均以海商身份与毛文龙建立起了联系，而在后毛文龙时代又在军事方面发挥着影响
力。虽然有学者认为“毛文龙旧部的投降，并未如学界成说所言，为满洲建立起一支水军，或是显著提
升了他们的水上战力”，d 但这显然也不影响陈、张二人商、军合一的身份。
三、结语
有明一代，实行海禁的根本原因是维护疆域稳定，但“计往者倭奴之入闽浙为甚，苏松淮扬次之，
登莱又次之，而辽左则绝无至者，其地形水势不便也。”e 地域的差异使得明朝在海洋管理上呈现出一定
的差异：南北直隶的江苏、山东海域，一直牢牢为朝廷力量所掌控，“罢海运”政策得到了较为严格的
执行。在“禁海外”的浙闽粤等地则是“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
禁商；后之禁，禁寇。禁愈严，而寇愈盛”f 的情况，而浙直淮扬的海滨之民（盐徒灶丁）为朝廷征募
为兵，而非入海为寇，但同样兼有商人的属性。毫无疑问，战争是促使朝廷对海禁政策做出调整的最直
接动力，允许海外贸易的“隆庆开海”是倭乱后的顺应民生和国计之举，而入朝征倭及辽东战争亦促使
朝廷迅速重开近海而行的漕粮海运。本文所要观照的重点并非明金之间的相关战争史实，而是在探析淮
安海商团体在保障东江集团粮饷、海上互市所起作用的基础上，探明东江集团主导（毛文龙）时期
的班底，揭示淮安海上人群在明末军事形势变迁下的变通应付，显示淮安海上人群相较于闽浙地区的海
上人群处于更加掣肘的状态，生存环境更为恶劣，更难发挥其积极作用。
责任编辑：郭秀文
a沈国元：《两朝从信录》，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第 380 页。
b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崇祯存实疏钞》卷 1 上，193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卷内页第 9 页 b、第
10 页、卷内页第 58 页 a。
c阜宁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阜宁县志（合订本）》，第 209、211 页。
d陈韦聿：《毛文龙旧部的降附与满洲之“水军”：史事的考虑与成说的商榷》；李其霖主编：《宫廷与海洋
的交汇》，新北：淡江大学出版中心，2017 年，第 344 页。
e《明神宗实录》卷 543，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第 10321 页。
f谢杰：《虔台倭纂》，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社编辑组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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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fine three prescriptio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Firstl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socialist enterprise” on the angle of socialist economy. Secondly,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are “special enterprise” on the view of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Thirdl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average enterprise” when it comes to market economy. Three prescription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fine three dimension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which respectively are the major participants of 
socialist economy, macro-control and market economy.
Source Innova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Luo Wenhao and Zhang Kai  88
    Management discipline, as a social science, is expected to undertake the dual mission of creating knowledge 
and benefiting society. Through a systematic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ree problems that might hampe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dual mission. These problems include the 
academic-practice gap, the fragmental theories, and the lack of good theories. Further analyses demonstrate that 
the underlying causes for those problems lie in the scholars’misunderstandings of science and theory, and their 
lack of social-orientated mission. To realize the dual mission of management discipline, this paper promotes 
source innovation as an important and urgent direction in future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Finally, six 
strategies of the source innovation are proposed and discussed. 
  
The Analysis on Connection between Marines from Huai’an and Dongjiang Group in Late Ming Dynasty 
through Status Transformation from“The Salt Makers Who are Habituated to Sea” to “Grain Traders 
and Marines ” 
 Wang Rigen and Tao Renyi  106
    The 46th year of emperor Wanli(1618), Liaodong war broke out between Ming dynasty and Latter Jin' regime. 
Mao Wenlong, the Ming’s officer, was crowd out by parties conflict in the court, even he got the great Zhenjiang 
victory. Mao maintained a strained relation with government when they cannot provide the grain supply they 
have promised, especially after Mao entrenched in Pi island. The marines recruited from salt makers and the 
sailors sailing the Bohai and Huanghai seas in Huai’an waters, quickly affiliated to Mao Wenlong in the war. To 
secure the adequate supply of grain, Many of these marines become maritime traders when Mao was isolated 
by Ming court and build his separating regime. Viewing on ups and downs of Huai’an maritime group, 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ough situation of sea power in later Ming dynasty, we also can conclude that Huai’an maritime 
group suffered a more difficult situation than the costal areas like Fujian and Canton provinces.
Wokou Problems and the Established Time of Coastal Guards and Battalions in Early Ming Shandong
 Ma Guang  124
    In order to prevent wokou, Emperor Ming Taizu established numerous guards and battalions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China. However, from the middle Ming Dynasty, people could not know 
the correct time of establishment of those coastal guard stations, which resulted in the false knowledge in the 
following hundreds years. Based on three official seal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stone tablet inscriptions,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established time of several guard stations, such as the Le’an 
guard, the Lingshan and Aoshan guards and the Xiongya battalion, in the coastal areas of Shandong during the 
early Ming Dynasty.
Life Aesthetics: From the New Period to the New Era
 Pan Zhichang  142
    As a product of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fe aesthetics’ primary contribution lies in its 
introspection on the aesthetics subject itse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aesthetics, replacing aesthetics with 
philosophical aesthetics means that the thinking about aesthetics issue shifts from scientific paradigm to 
humanistic paradigm and from epistemology to hylozoism. The second contribution of life aesthetics is the 
thin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ontology.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etry and thought, 
life aesthetics takes the aesthetic metaphysics as its basic principle. The third contribution of life aesthetics 
lies in the thinking in the way of aesthetic axiology. In this sense, life aesthetics emphasizes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life. In the new era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life aesthetics should retur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s more initiatively and face up to modern western aesthetics more actively with an emancipated 
ideology, in the hope of highlight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and Chinese approach to life aesthetics. 
Three Locations on Body-Aesthetics
 Fang Yingmin  152
    Since the 21th century, body-aesthetics has become a focal topics in China and even world. While, scholars 
have a divergent understanding and pursuit to body-aesthetics in the sharing name of body-aesthetics. There are 
three locations on body-aesthetics: first, proposing body-aesthetics as a discipline; second, aesthetics isnamely 
body-aesthetics; third, body-aesthetics is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body, as an issue of aesthetic morphology. 
These divergent locations of body aesthetics have their self consistent logic, creating one's own philosophy of 
body-aesthetics, and on the flip side mean that body-aesthetics is an undefined field which will remain to be 
constructed. This undefinity indicat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treat all discourse of body aesthetics in an open 
manner before a completed state of body aesthetics has been constructed.
